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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演变、
驱动因素与调控对策

陈前虎,张泸少,周 明
(浙江工业大学 设计与建筑学院,浙江 杭州310012)

摘 要:[目的]探究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演变与优化机制,为实现土地资源高效优配提供对策

和建议。[方法]综合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熵值法、自然断点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2007—

2018年浙江省69个县(市)域的土地利用效率演变特征及优化机制。[结果]①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

效率演变呈明显的“三阶段”特征,县(市)域差异持续缩小,并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异态势;根据2018
年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分类,可将浙江省划分为高效率、中高效率、中等效率和低效率4类分区。

②2007,2012和2018年,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的重要驱动因素分别为资本投入规模、资源环境规

制和科技创新能力;2018年,各驱动因素对不同分区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异。③基于

2018年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及其驱动因素特征,在遵循“效率优先”原则的基础上,提出针对不同分区的

土地管控政策,并制订差异化的土地利用优化策略。[结论]浙江省土地利用效率及其驱动因素具有明显

的时空异质性,科技创新能力为现阶段首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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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cyandOptimizationStrategyofLandUseEfficiencyat
County(City)LevelinZhejiangProvince

ChenQianhu,ZhangLushao,ZhouMing
(SchoolofDesignandArchitecture,ZhejiangUniversityofTechnology,Hangzhou,Zhejiang310012,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evolutionandoptimizationmechanismoflanduseefficiencyofcounties(cities)in
ZhejiangProvincewereanalyzedinordertoprovidesuggestionsonrealizingefficientandoptimalallocationof
landresources.[Methods]UsingSBM-Undesirablemodel,entropymethod,naturalbreakpointmethodand
geographicaldetectormodel,theevolutioncharacteristicsandoptimizationmechanismoflanduseefficiency
of69counties(cities)inZhejiangProvincefrom2007to2018werestudied.[Results]① Theevolutionof
landuseefficiencyofcounties(cities)inZhejiangProvincewascharacterizedby“threestages”,andthe
differencebetweencountiescontinuedtonarrow,showingaspatialdifferentiationtrendof“highintheeast
andlowinthewest”.Accordingtotheclassificationoflanduseefficiencyofcounties(cities)in2018,

ZhejiangProvincecouldbedividedintofourzones:highefficiency,mediumefficiency,mediumefficiency
andlowefficiency.②In2007,2012and2018,theimportentdrivingfactorsoflanduseefficiencyofcounties
(cities)inZhejiangProvincewerethescaleofcapitalinvestment,theregulation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and
theabilityof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In2018,thedrivingfactorshaddifferenteffectsonland



useefficiencyofcounties(cities)indifferentdistricts.③Basedonthecharacteristicsoflanduseefficiencyof
counties(cities)andtheirdrivingfactorsin2018,thispaperproposedlandmanagementandcontrolpolicies
fordifferentdistrictsandformulatesdifferentiatedlanduseoptimizationstrategiesbasedontheprincipleof
“efficiencyfirst”.[Conclusion]ThelanduseefficiencyanditsdrivingfactorsinZhejiangProvincehave
obvioustemporalandspatialheterogeneity,andtheabilityof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isthe
primarydrivingfactoratthisstage.
Keywords:landuse;SBM-Undesirablemodel;geographicaldetectormodel;ZhejiangProvince

  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源环境的约束

作用愈发明显[1],对此,自然资源部印发的《省级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指南》提出,要“促进城镇空间集中集聚

集约发展,提升国土空间品质”;在此背景下,各地对

建设用地指标这一“稀缺资源”的争夺愈演愈烈。作

为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土地利用等多个系统相互作

用的结果,土地利用效率强调以最小的要素投入获得

最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产出[2],是衡量和配置城镇

建设用地指标的重要标尺。为此,如何在科学评价土

地利用效率的基础上,揭示其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
为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及高效利用提供决策依据,已
成为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亟待研究的重要

课题。国内外关于土地利用效率的研究成果已相当

丰硕。国外相关研究起步较早,视域广泛:从生态系

统服务、碳储存、粮食供应等角度评估土地利用效率,
以实现区域土地资源的最优配置[3-4];定量探究土地

所有制、土地租赁制度、地价管理制度等政策制度及

管理体系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5-6];通过测算

土地利用效率以综合评价棕地修复方案[7];等。国内

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土地利用效率测算[8]、时空格局演

变[9-10]及影响机制探讨等[11-12]内容:在评价体系构建

方面,从早先仅关注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转向重视经

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例如有学者将职工平均工

资、社会发展指数、园林绿地面积、环境污染物等指标

纳入评价体系,以综合测算土地利用效率[13-15],但相

关研究对水、能源等关键资源要素有所忽视,因而较

难满足现阶段国土空间全要素管控的要求;在研究对

象选取方面,多侧重对省域、市域单元的土地利用效

率进行时空格局演变研究[16-18],而针对县域单元的相

关研究较为欠缺,但县域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和

地域分工基础,其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到国家高质量发

展进程[19];在优化机制探讨方面,多运用Tobit回归

模型、空间滞后模型等方法探究土地利用效率时空演

变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政策、规模、社会、环境等方

面因素 是 造 成 土 地 利 用 效 率 区 域 差 异 的 主 要 原

因[20-24],但鲜有对驱动因素的分异特征进行分析,以
致不能为发展特征各异的地区提供精准的决策依据。

本文以浙江省69个县(市)域为研究对象,在科

学构建土地利用效率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SBM-
Undesirable模型、熵值法、自然断点法和地理探测器

模型,揭示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演变特征,
并根据2018年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分类情况,确
定浙江省土地利用效率的4类分区;探究浙江省县

(市)域土地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的演变,分析各分区土

地利用效率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新一轮

省域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土地管控策略及政策设计提

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

1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浙江省(118°01'—123°10'E,27°02'—31°11'N)
位于东海之滨,全省国土总面积1.06×105km2,仅占

全国的1.1%,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人均自然

资源拥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居全国倒数

第3[25]。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在省直管县体制的支

撑下,以县域经济为基础,通过打造以专业市场、产业

集群和民营经济为特征的遍地开花的“浙江模式”,从
资源小省一跃成为经济大省;然而,随着近年来发展

环境的变化及土地成本上升、土地供应逐年趋紧状况

加剧,这种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的扁平化区域经济发展

模式日渐遭遇瓶颈,省域土地资源结构错配与效率低

配等问题日益凸显出来。

1.2 研究方法

1.2.1 SBM-Undesirable模 型 SBM-Undesirable
模型是以传统数据包络分析(DEA)为基础的效率分

析方法。该模型不仅可对具有多投入产出指标的决

策单元进行相对效率评价,且无需事先进行生产函数

和指标权重的设定,因而避免了在表达投入产出关系

时的主观因素,还可解决变量的松弛性问题和径向问

题带来的测量误差,使效率测量结果更加准确[26]。
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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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x0=Xλ+s-,yg
0=Ygλ-sg,yb

0=Ybλ+sb,

s-≥0,sg≥0,sb≥0,λ≥0
式中:ρ为效率值;λ为权重向量;r代表第r个生产

决策单元;r0 代表待求的生产决策单元;s- 表示投

入冗余;sb 表示非期望产出冗余;sg 表示期望产出

的不足;m 为投入要素数量;s1 为期望产出数量;s2
为非期望产出数量。

1.2.2 熵值法 熵值可用于判断指标离散程度,熵
值越大,说明该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小,对综合评价结

果的影响程度也就越小,因此,在进行多指标综合评

价时,可利用熵值法计算出各指标权重,从而避免指

标权重确定的主观性,并为评价结果提供依据,计算

步骤为:
(1)利用极值法[27]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2)计算熵值ej:

     ej=-k∑
m

i=1
pijlnpij (2)

式中:m 为县(市)域总数;i为县(市)域序号;j 为

指标序号;pij为指标标准值占总标准值的比重;k=
1/lnm。

(3)确定指标权wj:

     wj=
1-ej

∑
n

i=1
(1-ej)

(3)

式中:n 为指标总数。

1.2.3 自然断点法 自然断点法是基于数据特点以

及自然分组,对分类间隔进行识别,并对相似值进行

最恰当地分组,在组间数据值差异相对较大的位置处

设置边界,从而使各组之间的差异最大化[28];利用

ArcGIS软件中的自然断点法工具可对浙江省县(市)
域土地利用效率进行合理分类,并实现空间可视化。

1.2.4 地理探测器模型 地理探测器模型是分析地

理事物内在驱动机制的统计学方法,该方法可克服传

统统计方法处理变量的局限性,在探究要素空间分

异、格局演变等方面的应用较为广泛[29]。地理探测

器模型中的因子探测工具可通过检验某驱动因素和

地理事物空间分布的一致性,来说明该驱动因素对地

理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计算公式为:

     q=1-
1

nσ2∑
m

i=1
niσ2i (4)

式中:q为土地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的解释力大小,值
域为[0,1];m 为次级区域个数;ni 为次一级区域样

本数;n 为整个区域样本数;σ2i 为次一级区域土地

利用效率的方差;σ2 为整个区域的方差。q 值越大

表示该驱动因素对土地利用效率的解释力越强,即影

响程度越高。

2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2.1 浙江省土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对土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尚未形成统一

标准[30],本文参照前人研究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31],并借鉴绿色索洛

增长模型[32],综合考虑土地利用过程中所需投入的各

类要素,以及所产出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和环境污

染问题,构建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

体系(表1)。由于固定资本存量无法在统计年鉴中直

接获取,故利用历年固定投资总额,以永续盘存法计算

固定资本存量[33];此外,本文所涉及的经济数据均利

用历年价格指数换算为以2007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

表1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投入指标

土地要素 城镇建设用地面积/km2

资本要素 固定资本存量/104 元

劳动力要素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104 人

资源要素
城镇用电量/104kW·h
城镇供水总量/104m3

经济效益 二三产业增加值/104 元

期望产出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4 元

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元

环境效益 城镇公园绿地面积/104m2

非期望产出指标
工业废水排放量/104t

环境污染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t
工业烟尘排放量/t

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所需的统计数据均来源于2008—2019年

《浙江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浙江省各地级

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县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对于部分县市的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充完善。
为完整揭示2007—2018年浙江省各县(市)域土地利

用效率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单元的选取以2007
年的县(市)域行政区划为依据,共包括11个地级市

市区及58个县(含县级市、自治县)。

3 结果与分析

3.1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演变与分区

3.1.1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演变 由图1
可知,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演变呈明显的

“三阶段”特征,与此同时,县(市)域差异总体呈现持

续缩小的态势:第一阶段(2007—2010年),土地利用

效率处于高速增长期;第二阶段(2010—2015年),处
于增速换挡期,尤其在2012年步入新常态后,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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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差异明显缩小;第三阶段(2015—2018年),土地利

用效率恢复高速增长状态。
利用自然断点法将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

率分为高效率、中高效率、中等效率和低效率4类,并
选取2007,2012和2018年进行可视化(图2)。总体

来看,研究期内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呈“东
高西低”的空间分异态势,高效率和中高效率县(市)
域由浙南片区逐渐向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

四大都市区及丽水—青田—景宁片区集中,中等效率

和低效率县(市)域逐渐向西南、向北缩减,最终形成

“都市圈层化”的分布结构特征。 图1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演变趋势

图2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空间分布

3.1.2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分区 以2018
年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分类为依据,将浙江省划分

为高效率、中高效率、中等效率和低效率4类分区(表
2),为差异化的土地资源管控及高效利用策略提供支

撑。①高效率区内部县(市)域数量占比为31.88%,
主要位于省域四大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县市,包括杭州

市区、宁波市区、金华—义乌市区、温州市区等22个

县(市)域。随着中心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及其对高

端要素吸纳能力的不断增强,都市区内部要素流通和

专业化分工态势不断深化,扩散效应和同城效应得到

充分发挥,使得都市化地区较早完成了发展模式的转

换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土地利用效率总体高于其

他地区。②中高效率区内部县(市)域数量占比为

27.54%,主要位于都市区边缘,包括湖州市区、建德

市、余姚市、玉环县等19个县(市)域。该地区在发展

过程中,受到都市区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并形成区

域协同联动效应,这使其发展模式转型加快,土地利

用结构得到显著优化,因而土地利用效率较高。③中

等效率区内部县(市)域数量占比为21.74%,分布较

为零散,包括临海市、开化县、安吉县、宁海县等15个

县(市)域。该地区大多在转型发展过程中遇到瓶颈,
具体体现为区位边缘化加剧、传统发展路径依赖、要

素支撑能力薄弱等,导致土地产出效益低下、集约化

程度不高,土地利用效率一般。④低效率区内部县

(市)域数量占比为18.84%,主要分布于浙西南和浙

北片区,包括衢州市区、常山县、江山市、长兴县等13
个县(市)域。该地区或因区位偏远、发展动力不足

(浙西南),或因发展路径依赖、转型不力(浙北地区),
未能很好地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导致土地利用粗

放、结构不合理,集约高效的生产力布局尚未形成,土
地利用效率较低。

3.2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驱动因素

3.2.1 驱动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为探讨影响浙江省

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的主要驱动因素及作用机制,
结合方创琳、卢新海、白永平、吴群、李菁等学者的研

究[19,34-37],在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等因素的基础上,
选取资源环境规制(X1)、科技创新能力(X2)、对外开

放程度(X3)、资本投入规模(X4)、产业结构特征

(X5)、交通区位条件(X6)这6项指标作为探测因素,
构建指标体系(表3);其中,交通区位条件的得分经

由多指标加权求和获得,指标权重采用熵值法测度,
与中心城市距离、公路网密度和高铁站点数量的权重

分别为0.16,0.2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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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分区概况

分区名称 县(市)名称 比例/%

高效率区 
杭州市区、宁波市区、金华市区、温州市区、舟山市区、义乌市、慈溪市、苍南县、景宁
畲族自治县、乐清市、丽水市区、青田县、绍兴市区、嵊泗县、台州市区、温岭市、新昌
县、永康市、奉化区、柯桥区、洞头区、嵊州市

31.88

中高效率区
湖州市区、建德市、余姚市、玉环县、东阳市、永嘉县、桐庐县、岱山县、富阳区、诸暨
市、文成县、瑞安市、临安区、磐安县、平阳县、天台县、泰顺县、上虞区、象山县 27.54

中等效率区
临海市、开化县、安吉县、宁海县、浦江县、庆元县、海盐县、遂昌县、淳安县、龙游县、
云和县、平湖市、海宁市、武义县、仙居县 21.74

低效率区 
嘉兴市区、德清县、桐乡市、江山市、缙云县、龙泉市、三门县、松阳县、嘉善县、长兴
县、兰溪市、衢州市区、常山县 18.84

表3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驱动因素指标体系

指 标 指标定义               
资源环境规制(X1) 节能环保支出/总财政支出(%)

科技创新能力(X2) 专利授权量(项)

对外开放程度(X3) 实际利用外资额/GDP(%)

资本投入规模(X4)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元)

产业结构特征(X5) 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交通区位条件(X6) 与中心城市距离(km)、公路网密度(km/km2)、高铁站点数量(个)

3.2.2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驱动因素演变

 以2007,2012,2018年为时间节点,利用地理探测

器模型识别各因素对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

的驱动作用(q值)。由表4可知,2007,2012,2018年

的重要驱动因素分别为资本投入规模、资源环境规制

和科技创新能力,各驱动因素在不同时期对县(市)域
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2007年,浙江省

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主要受资本投资规模、科技创

新能力和对外开放程度影响;2012年,资源环境规制

成为重要驱动因素,资本投入规模和对外开放程度的

驱动作用大幅下降,产业结构特征和交通区位条件的

驱动作用凸显;2018年,科技创新能力成为重要驱动

因素,其次分别为产业结构特征、交通区位条件等。
此外,各因素驱动作用的整体差异正逐步缩小,说明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越来越受到多因素综

合影响。

表4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驱动因素因子探测结果

年份
资源环境规制

(X1)
科技创新能力

(X2)
对外开放程度

(X3)
资本投入规模

(X4)
产业结构特征

(X5)
交通区位条件

(X6)

2007 0.1523 0.2628 0.2185 0.3752 0.1713 0.0638

2012 0.3681 0.2977 0.1440 0.2109 0.2699 0.1601

2018 0.2078 0.3250 0.2081 0.2334 0.2920 0.2883

3.2.3 分区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驱动因素分析 
进一步探究2018年4类分区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

的驱动因素,以期为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提供决策依

据。由表5可知,各因素对不同分区县(市)域土地利

用效率的驱动作用存在较大差异:高效率区的主要驱

动因素为科技创新能力、产业结构特征和交通区位条

件;中高效率区的主要驱动因素为资本投入规模、科
技创新能力和对外开放程度;中等效率区的主要驱动

因素为科技创新能力、资源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特

征;低效率区的主要驱动因素为交通区位条件、科技

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特征。对各驱动因素的具体分

析如下。
(1)资源环境规制。资源环境规制是促进资源

节约、环境友好的必要途径,进而是推进绿色发展、提
升土地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2018年,资源环境规

制对中等效率区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的驱动作用

明显大于其他地区,原因可能是中等效率区尚处转型

发展攻坚期,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资源环境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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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显著;而其他地区绿色发展模式已初步建立,资
源消耗强度大幅下降、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资源环境

规制作用较不明显。
(2)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创新能够充分激发土

地、劳动力、资金等传统生产要素的产出潜力,进而突

破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为土地利用效率提

升提供了重要保障。高效率区作为省内创新型人才、
企业及高等院校的重要集聚区,科技发展水平、科研

产出质量高,因而2018年科技创新能力对高效率区

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其他地

区科技发展水平相对弱后,科技创新能力的驱动作用

明显弱于高效率区。
(3)对外开放程度。外商投资不仅能带来稀缺

资本要素,还可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对土地利用效率

提升起到重要支撑作用,尤其是近年来浙江省开始转

变外资利用方式,从原先注重政策优惠向优化环境、
创新机制转变,通过完善能效和环保标准体系,引导

外资投向节能环保产业,使得“污染光环”效应愈发显

著。2018年,对外开放程度对不同地区县(市)域土

地利用效率的驱动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高效率

区和中高效率区吸引高质量外资项目的优势突出,对
外开放程度的驱动作用尤为明显。

(4)资本投入规模。资本投入规模能从一定程

度上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潜力,随着近年来浙江省大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投资结构得到优化,投资质

量和效益持续提升。2018年,资本投入规模对高效

率区和中高效率区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的驱动作

用较为显著;中等效率区和低效率区由于投资环境欠

佳,资本投入规模的驱动作用相对较弱。
(5)产业结构特征。产业结构特征能够反映地

区产业高级化程度,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可为地区

土地利用带来更高的边际产出效益,进而提升土地

利用效率。近年来,高效率区通过“转方式、调结构”,
大力培育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了以现代

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这进一步引导了土地利用

结构的优化,因此,2018年产业结构特征对高效率区

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的驱动作用明显高于其他

地区。
(6)交通区位条件。良好的交通区位条件能够

加速资源要素流通,从而使各类资源要素的分布结构

由分散低效向集约高效转变,由此带来土地利用效率

的提升。交通区位条件对高效率区和低效率区的驱

动作用明显大于其他地区,说明这两个地区更能从中

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或高速交通系统的完善中获

益,使得原本“低、小、散”的土地利用格局在一定程度

上得到改变。

表5 各分区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驱动因素因子探测结果

区 域
资源环境规制

(X1)
科技创新能力

(X2)
对外开放程度

(X3)
资本投入规模

(X4)
产业结构特征

(X5)
交通区位条件

(X6)

高效率区 0.1811 0.5086 0.2824 0.3091 0.4341 0.4746

 中高效率区 0.2275 0.3486 0.2610 0.3727 0.2497 0.2132

 中等效率区 0.3123 0.3250 0.1742 0.1646 0.2521 0.2072
低效率区 0.1241 0.2432 0.0835 0.1552 0.2153 0.4241

3.3 浙江省县(市)域土地管控策略与政策设计

基于2018年各分区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及其

驱动因素特征,在遵循“效率优先”原则的基础上,针
对不同分区,提出相应的土地管控政策;与此同时,采
取因地制宜、特色发展方略,制订差异化的土地利用

优化策略。①高效率区在做好存量用地挖掘和城市

更新工作,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的同时,应成为新增

建设用地指标的主要倾斜地区,以提升对优质资源的

承载力。在政策设计上,该地区首先需坚持将科技创

新作为引领县(市)域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引擎,持续加

大科研经费投入力度,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其次,依托

科技创新和政策支撑,重点推进数字经济、文化创意、
金融服务等高端服务业发展;最后,借助区位优势,进

一步发挥都市区核心的龙头带动作用,增进对外联系

水平和通达能力,提升区域一体化程度。②中高效率

区需控制建设用地增量,不宜进行大规模开发,并重

点将新增建设用地用于保障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

设。为提升县(市)域土地综合产出效益,该地区需通

过政策引导激励,加大投资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扩大

对外开放,积极引导国内外资本参与城镇发展建设,
并落实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鼓励资本投入节能环

保、高新技术等战略型新兴产业;此外,应积极培育创

新氛围,通过深化都市区科技合作,共建区域协同创

新体系。③中等效率区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应破除对

建设用地的路径依赖,通过限制建设用地总量,引导

县(市)域发展从依靠新增建设用地向挖掘存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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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设计上,该地区应重视人才引进,通过吸引智

力型人才入驻,以补足科技创新短板,提升科技创新

支撑能力;同时,应落实好绿色发展理念,加大国土空

间生态修复力度,促进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利用,以此

为突破口淘汰落后产能,并着力提升都市区产业平台

协同化程度,推进产业向绿色化、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发展。④低效率区应采取收缩式发展策略,通过

腾退整治低效、闲置用地,缩减建设用地总量,以此倒

逼土地利用方式和结构的优化。在政策设计上,该地

区一方面需加强高速交通网络化建设,以更好地融入

都市区发展格局,并以此为契机,加强与发达地区之

间科技创新要素的战略合作,为县(市)域高质量发展

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另一方面,应立足自然生态禀

赋,并聚焦于对自身特色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积
极探索休闲观光农业、康养度假、文化体验等新产业

形式,从而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优势。

4 讨论与结论

(1)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呈先快速上

升后波动变化再快速上升的“三阶段”演变特征,县
(市)域差异持续缩小,并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

分异态势;根据2018年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分类,
可将浙江省划分为高效率、中高效率、中等效率和低

效率4类分区,其县(市)域数量占比分别为31.88%,

27.54%,21.74%和18.84%。
(2)2007,2012,2018年的重要驱动因素分别为

资本投入规模、资源环境规制和科技创新能力,各因

素在不同时期的驱动作用存在明显差异;2018年,各
驱动因素对不同分区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

同样存在较大差异:高效率区的主要驱动因素为科技

创新能力、产业结构特征和交通区位条件;中高效率

区的主要驱动因素为资本投入规模、科技创新能力和

对外开放程度;中等效率区的主要驱动因素为科技创

新能力、资源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特征;低效率区的

主要驱动因素为交通区位条件、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

结构特征。
(3)基于2018年各分区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

及其驱动因素特征,在遵循“效率优先”原则的基础

上,针对不同分区,提出相应的土地管控政策,并采取

因地制宜、特色发展方略,制订差异化的土地利用优

化策略。
受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方

面,研究期较短,无法全面反映从1998年“不失时机

地加快城市化进程”这一重大决策提出以及2001年

中国加入 WTO以来,浙江省县(市)域土地利用效率

的演变特征;另一方面,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缺乏

对技术、管理、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考虑。针对以

上不足,后续研究可通过延长时间跨度、扩充数据来

源等途径,实现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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